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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紳與近代宗族

⊙ 林 濟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兩湖地區，曾經廣泛存在著一個依附國民黨政權的新鄉紳群體，他們在

國民黨政權與鄉村宗族社會之間扮演了重要角色。長期以來，海內外學術界忽視了對新鄉紳

群體的研究，有的學者甚至否認國民黨統治時期鄉村社會存在著新鄉紳群體，許多海外學者

以國家─村莊分析模式研究鄉村社會而忽略新鄉紳研究1。本文試圖以兩湖地區新鄉紳為中

心，探討新鄉紳的特點，討論近代國家政權力量與鄉村宗族關係以及近代宗族困境所發生的

原因，以期進一步理解近代國家與鄉村社會關係以及鄉村宗族的社會變遷。

一 新鄉紳興起及其特點

陳旭麓曾經對近代鄉紳作出界定，認為紳商和鄉紳是近代社會中官與民之間的兩大中介力

量，「前者多在市，後者多在鄉，前者與工商業結緣，後者與宗法、地租聯姻」2。陳旭麓是

從廣義上解釋鄉紳，雖然他指出了鄉紳的若干特徵，但他強調鄉紳就是國家與鄉村民間社會

之間的中介力量，即在國家與鄉村民間社會關係意義上劃分鄉紳群體。謝放對此有其商榷意

見，他認為鄉紳應該與城紳相對應，在他的理解中，鄉紳就是鄉居的士紳3。謝放的理解應該

是鄉紳的狹義解釋，即以其居住環境確認鄉紳範圍。我們研究近代鄉村社會及近代鄉紳，不

應該拘泥於鄉紳必須為鄉居的條件，而應該從國家與鄉村民間社會關係上認識鄉紳群體，從

而把握近代鄉村社會變遷的脈絡。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曾經批評人類學的鄉村研

究僅僅局限於村落社會，在他的農村社會結構體系中，城鎮或集鎮既是鄉村社會商業中心，

也是鄉紳活動及官紳之間互動的鄉村社會政治中心，活躍於集鎮或城鎮的鄉紳群體本身就是

鄉村社會結構的一部分4。在近代鄉村社會，存在著鄉紳向城鎮或集鎮轉移的趨勢，鄉紳多具

有城鄉兩棲的特點，其鄉居或城居界限已經相當模糊。因此，鄉紳的界定不必以鄉居為必須

條件，而那些參與鄉村事務、在鄉村社會具有特殊身份和地位、能夠在國家與鄉村民間社會

發揮中介作用的人均可稱為鄉紳。

張仲禮曾經指出，「紳士的地位是通過取得功名、學品、學銜和官職而獲得的」5，傳統士紳

的主體就是從國家獲得特殊身份的地方知識精英，他們與國家政權關係密切。近代鄉紳經歷

了重大蛻變，晚清鄉村社會出現了以團練為基礎的土豪劣紳勢力，在北伐戰爭以前，實際上

是土豪劣紳與傳統士紳控制鄉村社會。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隨著土豪劣紳及傳統士紳被

打倒，國民黨政權加強對鄉村基層社會的控制，依附於國民黨政權的新鄉紳逐漸取代土豪劣

紳及傳統士紳而成為鄉村社會的重要政治力量。早在1929年的中共文獻上，就已提出與舊豪

紳相區別的新豪紳（即新鄉紳），「新豪紳在廣濟已有相當基礎。所以廣濟是舊豪紳與新豪

紳的黃埔系，及國民黨平分政權的天下」6。所謂新鄉紳，也就是以接受新式教育為特徵的新

紳士，其重要特徵就是與國民黨政權具有密切聯繫。



新鄉紳的主體即是國民黨基層政權掌權者演化而來，新鄉紳的興起發生於國民黨強化基層政

權的特定歷史背景之下。首先，國民黨政權建立區鄉鎮政權機構，強化聯保等準權力機構，

造成國家權力在鄉村基層社會的擴張，能夠在鄉村基層社會公共生活發揮重要作用的人必須

具有國民黨政權、特別是基層政權的背景。其次，國民黨政權在擴張其基層政權時，又不得

不使縣以下基層政權掌權者本籍化，國民黨政權打破省籍迴避制度，兩湖地區各縣縣長中本

省人佔70%以上7，雖然有「縣長應迴避本籍之縣及與本縣毗連之縣」8，但並未嚴格實行，多

有本縣人、鄰近縣的本府人充任縣長，1926年11月北伐軍進駐廣濟至1949年間，廣濟縣有縣

長29位，本縣人有七位，本府人有九位，本省人有四位，外省人僅有二位9。黃梅縣1926-48

年有縣長20位，其中本縣人有三人，本府人有五人，本省人有三人，外省人有四人，其他籍

貫不明10。而縣以下政權官僚則普遍由本縣人充任，國民黨政權關於區長迴避本籍的規定難

以實行，如1940年湖北均縣：「區長人選，外籍不易來，來亦不易做，此時存在者，均係本

縣人士」11。基層政權的官僚本籍化是官僚演化為新鄉紳的前提條件。其三，縣以下政權官

僚群體處在國民黨政權官僚結構中的底層，他們並沒有多少升遷的機會，也沒有與外界交流

的機制，他們經常被更換撤職。1938-43年，湖北省的縣長年平均更動率為82.9%12，區鄉長

的撤職更換就更為頻繁。但是，他們在失去權力中心位置後大多仍沉澱於地方社會，活躍在

社團、民意機關等，形成左右地方施政的地方權力集團，他們在縣政中具有穩固的權力地

位，成為一個官與紳身份互換的社會群體。如30-40年代建始縣四個地方權勢人物，一個曾經

擔任縣財政委會委員長、縣中心小學校長、縣臨時參議會議長、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一個歷

任區長、縣銀行董事長、縣三青團分團部幹事長、國大代表；一個出任過小學校長、縣黨部

書記長、省參議員；一個曾任縣自衛大隊長、縣參議員、縣黨部執委。他們活躍在政權機

關、社團及民意機關之間，始終佔據了地方權力的中心位置13。這種地方權力集團的成員，

其民間身份就是新鄉紳，他們構成了新鄉紳的主體。

中國歷史上的官紳身份角色一向嚴格分離，仕宦者絕對忠誠服從於朝廷，不得充當鄉紳角色

干預本籍地方事務，並且通過省籍迴避等制度使官僚脫離其本籍鄉村宗族。但是，在國民黨

基層政權中，官與紳身份角色的區別卻是相當模糊，這不僅是因為其內部具有官與紳身份交

換的機制，而且國民黨基層政權的掌權者身在本籍或鄰近地區，官僚與其鄉村宗族有著種種

聯繫，他們多具有官僚與新鄉紳的雙重身份。兼具官僚身份的新鄉紳在鄉村宗族社會具有很

大的社會權威，如廣濟程姓新鄉紳在擔任縣清鄉委員、國民黨縣黨部副書記長時，「統治全

縣各垸一切事情，及程姓發生糾紛，只要他們出來過問，則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

且其所發表意見無不服從，毫不敢抗議」14。

新鄉紳主要源於國民黨基層政權掌權者，可以依據國民黨基層政權編制估算新鄉紳的規模。

一個縣府約有五至七個科室，有田糧處、稅捐處、公安局等十餘個轄屬機關，縣機關科長等

以上的官僚應在20-40人的規模；一縣約有六個區（1929年國民政府《縣組織法》規定每縣劃

分為五至十個區），又約有60-90餘個聯保機構；縣以下設鄉鎮政權的縣，也約有20餘個鄉鎮

機關，區鄉鎮長的官僚約有10-30人規模。也就是說，科長、區鄉長以上的官僚約有30-70

人，加上影響較大的縣參議員、縣立學校團體負責人以及各種委員會的成員，權勢人物的群

體應有100人左右，而較重要的聯保主任等準官僚群體也有60-90人左右。保守估計，約有一

半左右的縣以下政權官僚準官僚關心並插手鄉村宗族公共事務，而且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新鄉

紳還應包括一些插手鄉村宗族社會公共事務的、在鄰近地區任職官僚、軍官、商人者，以及

其他地方有力者，一個縣的新鄉紳約有100人左右規模。兩湖地區一個縣約有20-30個較大的



宗族15，平均每個宗族也有二至五個新鄉紳。以廣濟劉顯戶宗族為例，國民黨統治時期宗族

有四個官僚軍官，一個是地方法院院長、高等法院院長、最高法院推事，此人並不經常干預

宗族公共事務；二人為國民黨軍的營、連長，此二人介入宗族事務；一人為鄭公塔鄉鄉長、

蘄春縣縣長，此人在本縣任過鄉長，又在鄰縣任過縣長，對宗族影響較大16。

但是，20-30年代兩湖地區激烈的鄉村革命打倒土豪劣紳，取而代之的新鄉紳與土豪劣紳有著

明顯區別。土豪劣紳力量興起於清末的團練運動，他們多有團總、團練局董等身份，而不具

官僚身份，他們以團練武裝為依託，屬於一種為官府所依靠的民間豪強勢力。新鄉紳以新式

學校畢業為其文化身份，國民黨基層政權的縣長大多具有大學及專科學歷，1935年湖南省縣

長大專科畢業者佔76%，湖北省縣長大專科畢業者佔95.6%17；國民黨政權也規定區長及鄉鎮

長必須接受過中等以上的新式教育18，據對1941-47年湖北恩施等14個縣鄉鎮長的學歷統計，

高等教育者佔1.5%，中等教育者佔56.6%，初等教育者佔41.4%19。他們主要是因其接受新式

教育程度及對國民黨政權依附等條件而被國家政權委任官職，他們在國家與社會結構中更多

依附於國家政權，他們的紳身份依附於官身份。聯保主任也有一部分接受過新式教育，在兩

湖地區六所新族學，有五個聯保主任是以學界身份進入校董會，他們應該具有高等小學以上

的學歷20。

新鄉紳的行為特徵與土豪劣紳也有區別。土豪劣紳的權力基礎在於團練武裝，而在清末民初

國家權力不斷削弱的條件下，官府更多地依賴土豪劣紳力量，土豪劣紳行為往往不受國家權

力約束，甚至抗拒國家權力的制約和滲透。新鄉紳產生於國共兩黨政治對抗及國民黨政權擴

張之時，代表著國民黨政權力量向鄉村宗族社會擴張，他們與國民黨政權保持著政治意識形

態的一致，其行為表現出較多對國家政權依附及政治性特點。

可以從新鄉紳與宗族的關係考察新鄉紳的政治特性。新鄉紳的家族觀以三民主義為基礎，形

成「民族為綱而家族為目」的新理念21，他們在宗族活動中以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相號召，所

謂「由敬宗而收族，由收族而精誠團結，以躋於總理之國家民族主義，進而世界大同不難

矣」22，新鄉紳的家族觀強調國家與宗族的連貫。在鄉村宗族內部，新鄉紳與傳統士紳一

樣，主要是一種國家政權延伸的政治力量，他們具有某種儒家的政治態度。在土地改革時，

廣濟縣周篤垸一位農民這樣評價曾任廣濟縣縣長、長期擔任周姓戶長的新鄉紳周朗秋說：

「朗秋好，朗秋奶也好，我房的連三地主欺負我，朗秋幫我說連三」。吳義嶺垸農民評價新

鄉紳吳嶺選說：「吳嶺選比吳春來（土改時假農會主任）好的多，他是讀書人，當過鄉長，

沒壓迫過人，恐怕沒人鬥他」23。新鄉紳往往充當鄉村宗族利益的代表與保護者，因而能夠

得到鄉村宗族的信任，成為國家政權與鄉村宗族之間新的橋樑。

新鄉紳作為一個接受過新式教育的群體，作為近代政權在鄉村基層社會的代表，他們也曾經

設計某些宗族制度改良，以期宗族適應近代發展的潮流。如湖南資興石鼓程氏新鄉紳制訂新

家法，「現本我族之力量，參酌現代之情形，擇其事之較親較切與其事之易舉易行，逐條分

列榜示祠中，以利進行，以昭法守，總期吾族一切努力向國家富庶文明道上突飛猛進，以鞏

固其基礎，使家國關係不致發生動搖而後止，此吾族家法之意義，即吾族家法之緣

起」24。30年代後，在新鄉紳主持下，兩湖各地家規族法普遍強調國家民族觀念，提倡文明

生活，突出教育功能，認同男女平等接受教育權。有的宗族還有女子上譜制度，「前譜不載

女子，現代男女平權，受教育平等，實有入譜之必要」25。一些新鄉紳甚至為了適應近代社

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設計將宗族轉變為農工商一體的經濟功能組織，上引的資興石鼓程氏新



鄉紳在其族譜中就對宗族經濟功能的開發作出規劃，如建立族內金融融通制度，規劃開辦工

廠及組織農業合作社，還制訂了合作社章程。種種跡象表明，在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所倡導

的國家家族綱目關係形態構架下，許多新鄉紳也曾企圖進行宗族改良，新鄉紳應該屬於鄉村

宗族社會改良政治力量。

二 新鄉紳與新族學

國民黨政權在強化基層政權建設的同時，又以政府權威勸令各地宗族抽提祀產興辦新族學，

國民黨湖北省政府要求「各族如有未撥族產興辦族學者，應隨時令其遵章成立」，「應按章

多撥族學稞擔」26。湖南嘉禾縣教育機關在1930年「秋季始業時，清查各族祭田，勸令興

學」，「增辦初級小學三十校，並籌辦高小一校」27。同時政府又督導各地整頓族學，建立

族學校董會，建立校產制度，採用近代教育制度與教育方法，使新族學走向正規化。

面對國民黨政權推行新族學，許多鄉村宗族起初表現出疑拒的態度，他們瓜分或轉移族產，

「專以瓜分祖產敷衍官廳為事」28。新族學得以普及，是得力於新鄉紳在國家與宗族之間的

橋樑作用，新鄉紳利用自己在宗族的影響提倡新族學，30年代新鄉紳主持制訂的黃岡汪氏

《族約》就有「設立族學，培植青年」的規定29，醴陵縣「各校設備亦日臻於美備，蓋族大

祭田豐，得一二賢達者為之倡，盤錯自立解也」30，新鄉紳在新族學發展方面起著主導作

用。1927年後的兩湖地區新族學發展迅速，特別是族立小學在許多地區鄉村宗族社會已經相

當普及，在新族學發展的高峰時期，各縣的族學大約在20-100所之間，較大的宗族均有各自

的族學，新族學成為兩湖地區鄉村宗族社會一個新的組織形態。

新族學迅速發展，新族學校董就成為新鄉紳民間鄉紳身份的主要標誌。按照國民黨政權教育

行政機關的規定，族學校董會董事須有一定的新式教育學歷，新鄉紳的文化身份特點符合新

族學校董會的資格要求，新鄉紳在族學校董會中處於壟斷地位。據對兩湖地區九所新族學校

董會的統計，在總數96人的校董中，學界身份校董為53人，商界身份校董為22人，農人身份

校董為21人。此種統計依據民間的學商農工身份，其中學界身份主要以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為

身份標誌，多是基層政權的官僚、準官僚及其他公職人員。實際上，校董又可以分為三類人

員，第一類是聯保主任以上的官僚、準官僚及學校團體的公職人員，他們多以學界身份統

計；第二類是商人，他們與地方政權關係密切；第三類是保長一類人物，他們以農人身份統

計。第一類、第二類校董即是新鄉紳人物，他們控制了新族學校董會，九所新族學中有七所

新族學校董會董事長身份明確，其中鄉長一人，軍政部審計科長一人，聯保主任二人，商

人、鄉評議員一人，商人、漢口市參議員一人31。其他資料也顯示了新鄉紳對新族學校董會

的控制，祁陽私立申氏智育小學董事長係湖南公立法政學校、中央軍校第二分校畢業，曾任

科長、秘書長、參謀等職32；天門縣族立育才小學校董會中有江陵縣長、武漢行轅軍法官一

人（北京大學畢業），區長、縣秘書、省航業局督察人一人（中華大學畢業），他們雖然並

未出任董事長，但對校董會有很大的影響力33。

新族學是新鄉紳與國家政權及鄉村宗族的重要結合點，通過1927年後新族學的發展變化，可

以看到新鄉紳與國家政權、鄉村宗族的互動關係。新族學最早興起於清末廢科舉興學堂運動

中，但早期新族學由祠堂提供經費與場所，容易受血緣宗法族長等人控制，並不可能在鄉村

宗族中發揮較為獨立的作用。國民黨政權推動各地新族學成立族學校董會，確立校董會獨立



權力，負責選舉校長、籌劃族學經費、保管族學產款、審核族學預算及決算，校董會成為近

代意義上的獨立團體法人。新鄉紳可以通過校董會在鄉村宗族事務中發揮作用，同時又以校

董身份成為鄉村宗族組織的合法代表。

新族學為新鄉紳推動近代鄉村宗族改良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切入點。1927年後的新族學校董會

擁有財產所有權，相當規模的宗族公產從房分宗祠向新族學校董會轉移，長沙縣李氏宗族將

李存遠堂公產、紹雪公祀產、四房公產、萬端公的全部祀產以及李親睦堂、李公祀公的60%公

產劃歸族立親若初級小學校董會，各公各堂均立有捐產契約，轉移其財產所有權34。長沙縣

龍潭鄉盛祠公有田產租數84石，全部轉移至湖光初級小學校董會35。衡山縣新橋鄉唐氏族立

廣定小學校董會有公產39石6斗1升、莊屋一棟，分別來源於唐晉昌祠及46個祀產單位（各房

各公）36。宗族公產是宗族組織的物質基礎，在宗族公產轉移過程中，房分宗祠喪失了部分

或全部的公產基礎，削弱了房族長的權力基礎。新族學校董會掌握了部分或全部的宗族公

產，成為宗族新的權力中心，一些宗族的房分宗祠甚至反過來向族學校董會請求返還一部分

公產租稞以維持其功能，如向衡山唐氏族立廣定小學校董會捐產的46個祀產單位，就有16個

祀產單位要求校董會回租，「該公祀產已全部捐出，惟逐年祭費及祠宇修理並房內子弟獎學

用途，仍由捐業內回收如上數」37。在一些宗族內部，族學校董會取代了傳統宗祠的作用，

一切有關宗族重要事務均由族學校董會討論決定，如黃安灄水吳氏族學校董會就是這樣的機

構：「二十四年冬，旅武漢學會同校董會建議八條，於校務外，其第四為修祠，第五則為修

譜也。校董會於冬月初開大會時提出討論，皆欣然贊成，一致通過」38。新族學的發展，也

促進了宗族功能的轉變，傳統鄉村宗族主要是以祖先崇拜為凝聚宗族的文化手段，以祠堂家

法為血緣宗法管理的工具。宗族公產的轉移使傳統祭祀制度走向沒落，「至今日各族祀會多

提充辦學，盛大祭典，曠不舉行，時移世異，固難為膠柱刻舟者道也」39，房族長的血緣宗

法管理權也隨之遭到削弱，而新族學是以新式教育為中心，宗族教育功能成為以新族學為中

心宗族的重要功能，啟動宗族由傳統血緣團體向近代功能團體轉變。

新族學的發展也使兩湖鄉村民間社會出現了建立新的民間宗族社會結構的契機。兩湖地區鄉

村社會長期處在農業自然經濟階段，宗族以村戶結構為典型形態，宗族的重心在聚族而居的

自然村落。一個規範化的新族學需要大量的人力與物力投入，村落族群無法承擔其開支，也

無法提供其規模化後的生源，合戶聯宗辦學成為新族學發展的一個出路，較為規範的新族學

多是宗族合戶聯宗辦學的產物，規模較大的族立中學則完全是聯宗辦學的產物，如湖南私立

蜚英初級中學係益陽周氏族學，創立於1942年，集合了益陽板橋周姓不同宗派的周南塘公等

16個祠堂捐產近60石40。鄉村宗族結構由自然村落結構發展到合戶聯宗形式，標誌著較封閉

的血緣與地緣結合的傳統村落宗族向較開放的大宗族功能團體轉變。同時，一些地區還出現

不同姓族聯合創辦中學的現象，如醴陵縣斯陶中學「南北鄉各族祀募捐」，鐵肩中學「基金

向南北鄉各族祀募捐」41。某些地區的鄉村社會出現了超越宗族關係的民間社會團體組織，

創造了一個建立新的鄉村宗族社會結構的基礎。

在30年代的新族學發展過程中，國民黨政權與新鄉紳具有較多的一致性，如國民黨政權督促

宗族公產向新族學校董會轉移，國民黨政權對新族學的有限度監控，規定族學校董會及校長

的資格、族學教員的資格，規範族學教材，規定族學定期向政府教育機關呈報有關情況，政

權督促與有限度的監控並沒有改變新族學的民間宗族自主性質，符合新鄉紳的利益要求，同

時有利於新鄉紳對新族學及鄉村宗族的滲透與控制，國家政權與新鄉紳形成一股推動新族學

發展的合力。在這種國家政權的監控壓力與新鄉紳的倡導之下，鄉村宗族不斷捐產擴大新族



學，不斷規範新族學，因而促進了鄉村宗族一定程度的變遷轉型。

但是，國民黨政權倡導新族學，其立意當然主要是從國家立場出發。國民黨政權政治發展趨

勢是企圖建立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體制，並非考慮營建一個新的鄉村民間自主社會構架。新

族學是一種民間自主的團體組織，最終也成為國民黨基層政權鯨吞的對象，40年代後期，國

民黨政權進一步向鄉村基層社會擴張，國家正式權力機關擴展到鄉保兩級，許多族學被國民

黨基層政權強行充當鄉國民中心小學或保國民小學，「湖北省政府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省

教二特字第（002）號訓令附頒發私立學校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凡各地私立學校一律應歸

保國民學校辦理」42，曾經相當發達的醴陵新族學「今皆改作保學」43，許多新族學一夜之間

變成國家基層政權所屬的公立學校，掠奪了鄉村宗族的公共財產，也侵害了新鄉紳在民間社

會的活動空間，新鄉紳與鄉村宗族又有利益的一致，於是新鄉紳代表鄉村宗族抗爭，以校董

會的合法民間團體名義抗拒國民黨基層政權強行收併新族學，1946年國民黨漢川縣政府強令

張姓族立龍潭小學「歸併保小辦理」，「該學校應改為所在地保國民學校，校董會改為國民

學校教育基金籌集保管委員會，以符法令規定」，以漢口市參議員為首的校董會嚴辭拒絕，

「希麟等要求維持私立名稱與教育部三十五年十一月十日頒布之教育規程尚無不合，漢川縣

政府如果曲解三十四年章程，堅持改併保小，仍依原令執行，希麟等惟有將學校解散，所募

捐款當登報一一退還，以卸仔肩」44。同樣情況也發生在陽新徐氏族立土塘小學，縣府認為

「該校基金尤須與鄉保中心國民學校經費無抵觸為宜」，要求將校產撥歸鄉保國民小學，停

辦土塘小學，遭到校董會抵制，「鄉保小學係鄉保公立，而本會設立之學校其經費雖有一部

分出自祭產，而不敷之數目尚須私人捐資」，反對將族學歸併鄉保小學45。

新族學是在新鄉紳與鄉村宗族、國家政權互動中發展變化。30年代興辦新族學的阻力是鄉村

宗族的疑拒，40年代後族學發展的阻力是國家政權對新族學的侵奪，新鄉紳始終是新族學發

展的推動力量，只有在新鄉紳勢力較為強大的地區或宗族，新族學才獲得生存發展。到1948

年，規模較大、教學較規範的黃岡縣新族學僅有八所得以存續發展46，其他各縣的情況也大

致相似。國民黨政權後期的基層政權擴張抑制了新族學的生存發展，也破壞了尚處在雛形之

中的新民間宗族社會結構的營造。

三 新鄉紳與鄉村宗族的困境

新族學所推動的近代鄉村宗族改良，主要表現為房分宗祠公產的集中化和宗族公產功能的轉

型，產生超越村落族群的新宗族上層結構或非宗族的民間團體組織。但是以新族學校董會為

中心的新宗族上層結構似乎越來越脫離村落族群，村落族群不斷失去控制，走向無序化與嚴

重衰敗，流氓惡霸幫會勢力猖獗，湖南鄉村「尤以圈子會（又名哥老會、青紅幫）最兇狂，

組織成分多係流氓地痞」47，他們暴力掠奪，製造械鬥，破壞了村落農民的生存基礎與村落

族群的生存環境，宗族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衰敗困境48。

當然不能將近代兩湖地區鄉村宗族失控歸咎於新族學，近代鄉村宗族社會失控乃是國民黨政

權統治下國家─鄉紳─宗族結構關係變遷的必然產物。1927年以後，國民黨政權有新鄉紳及

保甲兩種勢力可以延伸至鄉村基層社會，但保甲長多屬鄉村無知份子及惡霸流氓勢力，1936

年湖北省呈內政部的保甲統計報告也承認：「無如近年以來，鄉村優秀份子多集中都市，其

比較公正之士紳，復相率規避，不肯承充，因之一般保甲長程度，每苦低下，人品亦至為不

高」49。至40年代，湖北省12縣的統計還顯示，保長中仍有20-30%不識字50，大多無法代表國



家推行政令。在法理上，保甲長有管教養衛的職權，在新縣制中又是一級地方自治的領袖，

但國民黨政權未能通過土地改革得到鄉村宗族農民的信仰，而保甲長又是國民黨政權掠奪鄉

村社會資源的一種低級工具，當時的保長「除攤派外，少會議；除催款外，無工作」51，他

們處於國家政權與鄉村宗族對立衝突的焦點，「必係狡猾流氓，才肯幹此坐凳子（鄉民對保

甲長之俗稱）的勾當，以故濫施虎威，魚肉鄉民者有之」52，保甲長無法將國民黨政權的社

會控制真正有效地延伸到鄉村宗族。

國民黨政權未能建立一種國家高度集權的有效鄉村社會控制系統，兩湖地區鄉村社會還保持

著強大的宗族自治傳統，傳統社會的國家─鄉紳─宗族構架並未被完全打破，新鄉紳與鄉村

宗族有著密切聯繫，是國民黨政權向鄉村社會延伸的重要政治力量。但是，新鄉紳未能有效

地發揮其國家與鄉村宗族連貫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長江中游鄉村宗族社會失控。在

1927年以前，兩湖地區鄉村宗族還處在相對平靜的狀態，當新鄉紳勢力取代傳統士紳及土豪

劣紳後，鄉村宗族卻逐漸失去控制，不斷走向無序化。

我們可以從新鄉紳與傳統士紳的比較中去理解新鄉紳在社會結構中地位的變化。與傳統士紳

一樣，新鄉紳也是國家意識形態的擁戴者，完全能以國家統一意識形態連貫國家政權與鄉村

宗族，以保持社會的大一統局面，實現國家對鄉村宗族的有效控制。而且新鄉紳作為國家政

權的延伸力量，其國家政權所賦予的權威絲毫不亞於傳統士紳，傳統士紳只不過是具有國家

賦予的身份特權，而新鄉紳卻多是基層政權的實際掌權者，他們與國家基層政權關係的親密

程度遠遠高於傳統士紳，以其國家政權所賦予的權威完全可以控制鄉村；一般來說，新鄉紳

在鄉村宗族的內在道義性權威低於傳統士紳，傳統士紳是倫理道德的化身與代表，多有贍濟

與扶持宗族的行為，晚清以來的社會風氣有「處心積慮，惟求滿足個人欲望，鮮有濟人利物

之念」的一面53，新鄉紳多熱衷於鑽營官場與斂積更多的個人財富，但是，我們亦不應低估

儒家文化的深厚影響，新鄉紳多有著儒家家族情懷，而且在國民黨的地方自治體系中，宗族

也成為新鄉紳爭權奪利的一種工具，因而他們關心自己的宗族，願意參與鄉村宗族事務，雖

然新鄉紳並沒有多少贍濟宗族與捐產興學的行為，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也充當宗族的保護

人，為宗族謀取利益，新鄉紳具有一定的統制鄉村宗族的內在道義權威。

新鄉紳與傳統士紳的差別產生於近代城鄉的分離及文化的分裂。在傳統的長江中游鄉村宗族

社會中，有較多的鄉居低級士紳，在劉翠溶所研究的湖南三個宗族中，擁有三個進士及七個

舉人的家族已遷出鄉村宗族的聚居地，鄉居進士一人，舉人七人，貢生23人，生員212人，鄉

居士紳以低級士紳為主體54。劉翠溶所研究的三個宗族應屬地方望族，以社會文化發達程度

處於兩湖地區中等水平的廣濟縣而言，清代有進士27人，舉人135人（包括武舉37人），而這

些高級科名為五至六個地方望族所壟斷55，許多宗族並無高級科名，如廣濟劉顯戶明清時僅

有在籍文庠生25人56，鄉居的低級士紳能夠面對面地有效控制村落族群。同時，長江中游鄉

村宗族社會有著龐大的士子士人階層，黃岡「童子試且數千」57，「華容昔時文風，據《岳

州府志》載，當時應童子試者，達三千人以上」58，這些士子士人與傳統國家政權、士紳保

持著高度的意識形態一致，活躍於村落族群之中，成為傳統士紳的強大社會基礎。隨著近代

重工商傾向與城鎮文明的發展，近代鄉村社會的上層階級多兼營工商業並發生城居化，清末

民初土豪劣紳的勢力中心也在城鎮，他們對鄉村社會的統治是以都區鄉會的團練局為依託，

村落族群仍然由低級士紳所支配，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統計了鄉村革命前尋烏縣低級士

紳在人口中的比例，文化較發達的地方2,000人中秀才九人，一般的鄉1,400人有秀才二人，

59



「他們在政治上也歷來佔著支配的地位」 ，他們仍然能夠牢牢地控制著鄉村宗族，村落族

群仍然保持著穩定的傳統秩序。

新鄉紳沿續了近代鄉村社會上層階級的路數，也是一種脫離村落族群的社會群體。新鄉紳雖

然與土地、宗族有密切聯繫，但他們大多停留在國民黨基層政權所在地的城鎮，並沒有真正

回流到村落族群社會之中。他們的官場活動中心在城鎮，又多在城鎮兼營工商業或興辦教

育。從兩湖地區九所族學校董情況統計中也可看出，國民黨統治時期基層社會的官紳商學身

份很難明確區分，權勢較大的新鄉紳兼具官商學多種身份，兼具官商兩種身份尤多，如陽新

縣族立長灘小學的兩位商界身份校董均曾擔任地方公職，族立土塘小學的三位商界身份常務

校董有二位曾擔任地方公職，漢川縣族立龍潭小學校董會董事長曾任漢口市黨部幹事暨第四

區黨部執行委員、監利縣黨部指導員，後來以經商為主要職業，並擔任漢口市參議員、漢口

市商會監事。儘管許多新鄉紳採取城鄉兩棲方式，但其官商學活動多在城鎮，其生活必然以

城鎮為中心。在兩湖地區九所族學96位校董中，可以判斷屬鄉居的僅有21位農人身份校

董，22位商界身份校董屬城居或城鄉兩棲，53位學界身份校董中的縣區以上官僚及公立學校

公職人員當屬城居或城鄉兩棲，鄉長及聯保主任的活動中心也多在集鎮或市鎮，陽新陳姓族

立長灘小學校董會董事長（聯保主任）就家住大畈鎮60。

新鄉紳擔任戶長或族學校董，適合於新鄉紳的城鄉兩棲特點。兩湖地區宗族一戶數村，戶是

脫離村落族群的宗族單位，戶長起著對外代表宗族、對內協調村落族群關係的作用，可以超

脫於實際的村落族群生活而成為宗族的象徵，但並沒有經常性的村落族群社會管理職責；新

族學也多是合戶聯宗的辦學形式，與實際的村落族群生活有相當距離，而且族學校董會是族

學的議事決策與管理公產機構，新鄉紳可以脫離村落族群操縱校董會，一些新鄉紳甚至將校

董會辦公通訊地址轉移到城鎮，族學校董會隨著新鄉紳而城鎮化，如漢川縣龍潭小學校董會

辦公通訊地址就被董事長移到他的漢口張福隆行，武昌縣太岳小學校董會的辦公通訊地址移

到武昌城望山門吉昌公煙號61。新鄉紳並不是像傳統士紳那樣的鄉居社會群體，很難在村落

族群中發揮經常性的管理作用，無法將國民黨政權的社會控制與意識形態真正延伸到村落族

群社會。

國民黨官方文化與知識份子的主流文化相分裂，又造成新鄉紳與鄉村知識份子的斷裂，使新

鄉紳喪失向村落族群延伸的社會力量。新鄉紳是依附於國民黨政權的政治勢力，與國民黨官

方越來越濃厚的儒家色彩意識形態保持高度一致，他們痛詆新文化及其衝擊下的社會變遷，

認為「自清季學說朋興，躁進之徒群趨於攘利攫權、縱欲敗度之一途，愈演愈橫，甚至威脅

術誘，使愚氓陷其彀中而不克自拔，凶鋒相屆，子背乎孝，父棄其慈，昆弟乖牾，夫婦離

異」62，主張以儒家文化重構國家家族新秩序。但是，傳統儒家家族文化在知識份子中已成

為非主流文化，據1927年《學燈》編輯部對青年學生的調查，贊成「維持而加篤」祖先祭祀

僅有14.5%，而贊成「絕對廢除」祖先祭祀的卻佔72.6%63，「時至今日，凡知識份子，幾無

不傾向於小家庭制」64。知識份子上浮城市成為社會潮流，「一般有知識的人，能作領袖的

人，都厭惡農村生活，都拋棄農村生活到城市裡去」65。即使鄉居或城鄉兩棲的鄉村知識份

子也無法認同國民黨政權及新鄉紳所倡導的儒家文化，他們大多疏離於鄉村宗族活動，雖然

有些教員等鄉村知識份子也列名於新族學校董會，但大多也僅是因為國民黨政權對校董學歷

資格要求而掛名校董會，廣濟縣吳文貴戶在籍的知識份子有四人，其中二人大學畢業，二人

縣師畢業，他們或在縣中、縣簡師任教，或在鄉鎮中心小學任教，均未過問宗族事務66。傳

統的士子士人與低級士紳在鄉村宗族聯為一體，但近代鄉村知識份子卻與新鄉紳分道揚鑣，



他們疏離於國民黨政權及新鄉紳，「一般知識份子看到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料定中國共產黨

革命必有成功的一日，所以對於戶族事情，常常退居旁地位」67。新鄉紳的城居化發展，村

落族群社會又缺乏新鄉紳的延伸力量，造成國民黨政權及新鄉紳與下層村落族群社會的斷

層，於是無論是社會控制方面，還是在意識形態方面，國民黨政權並未能與鄉村宗族連貫一

體，雖然新鄉紳試圖構造一種新的鄉村宗族社會上層結構，但真正基層的村落族群卻在一種

失控狀態下趨於無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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